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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假定的个人，是没有血缘、种族或任何社会联系的孤立的个人，

而且是一种理性且无所不知的“经济人”（Home economicus），活动在一个没有制度限

制的、零交易成本的世界中。理性的概念被界定为：优势，独立性，传递性以及不变性

（评论见 Luce,1992, Lauce &Raiffa 1957,Savage 1954, Simon 1987,Tversky &Kahneman 
1986）。理性的个体做风险决策，是假定他按照冯诺伊曼—摩根斯坦恩（1947）公理行

事，也就是说，这个人选择能够使预期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方案。理性选择理论是关于中

等程度的或具有典型性特征的个体做出选择的规范性理论；它不是关于特定情境中实际

行为的描述性理论。 
理性选择模型一直受到赫伯特·西蒙（1956, 1987, 1990）的批评，他提出一种“有

限理性”理论，认为受到认知局限和决策环境（task environment）结构制约的行为者，

往往追求“满意的”(satisficing )行为后果，而不是追求最大化的后果。乔治·米勒（1956）
致力于研究短期记忆的有限能力，他的工作是对信息处理过程中的认知局限性研究的经

典范例。新制度经济学家也一直批评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基础的理性选择模型，认为它在

一个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中对真实世界结构进行了不适当的抽象（见 Landa 1994, 第 1
章）。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最近四十年中，将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以及不确定性等概念

结合到他们的理论中。 
近年来，心理学家（例如，特沃斯基和卡尼曼 Tversky &Kahneman1981 1986）和

一些经济学家运用从行为决策实验中得出的经验证据，对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更加令人

震惊的挑战，他们试图表明，个体做决策时不遵守预期效用理论。他们发现了个体行为

中的很多非理性的或异常的现象（见卡尼曼 Kahneman et 1982）。关于认知异常（anomaly）
的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所谓的“框架效应”（Tversky &Kahneman1981 1986），即对可供选

择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框架”(framing)或重新描述（re-description），就能诱使决

策者作出风险偏好的反转（a risk preference reversal）。这种非理性的反转违背了理性选

择的不变性原则，理性选择的不变性原则要求个体的风险偏好或选择次序应该与选择结

果的表述方式无关。当面对异常的、非理性的个体行为时，一些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引入

新的环境或背景变量来解释这些异常行为，例如引入制度的作用，看起来后者能够解释

这些异常行为（Frey & Eichenberger 1989）。 
在本文中，我们进一步探讨能够解释个体决策中异常现象的理性选择模式，例如对

于框架效应这种异常现象，需要考虑到影响行为者理性选择的有关环境变量或背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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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制度（“博弈规则”，或称制度环境）是环境/背景变量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他的重

要环境/背景变量，例如亲缘结构、群体规模以及群体的构成（群体同质还是异质），也

是特定文化中影响个体选择的重要因素。 
西蒙（1990）强调环境/背景变量在理性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他采用一种有限理性

的路径，将做决策的过程看作是在种种限制之下解决问题的过程。按照西蒙（1990, p.7）
的观点，有限理性犹如一把剪刀，剪刀的两面刀刃分别是“决策环境的结构和行为者的

运算能力”。尽管在人类行为决策研究中，大量文章关注的是认知局限，但是有限理性

刀刃另一面——环境在塑造理性选择行为上的作用——在许多研究风险决策的经济学

和心理学模式的文献中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也见 Dudey & Todd 关于这一题目的论

文）。 
从这个观点出发，产生了新的研究问题：导致个体非理性行为的那些相似的错误判

断和决策偏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认知限制，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决策环境”

的限制？一些相似的决策偏差，例如框架效应，是否是发生在没有任何背景的环境中的

特殊案例？如果是在进化的、生态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制度的限制下，考察同样的

决策任务，那么会发生什么呢？这些决策偏差出现与否，取决于决策环境吗？ 
本论文是由一位经济学家和一位心理学家一起做的跨学科合作研究，试图回答上面

提到的问题。为了显示诸如群体规模、亲缘关系这样的背景变量对于不确定性条件下决

策的影响，我们首先介绍王的（例如，1996 a, b）实验室试验，用与生死相关的决策问

题（a life-death decision problem）探索人们如何将群体规模和亲缘关系作为优先考虑的

对象，以及中国和美国受试对象对于小型的“自己人群体”（we-groups）的主观界定范

围的不同。然后，在同一有限理性框架中，我们介绍了兰达（1981,1988）的经验性发

现，她对东南亚华人中介人（middleman）如何在契约不确定的环境下选择贸易伙伴进

行了实地考察，在那里维护合同履行的司法体系不太发达。华人中介人使用一种认知工

具，即“关系的计算”(calculus of relations)，按照亲缘/基因相关性或社会交往距离远近，

将所有潜在的贸易伙伴分类，并产生两个主要的分类，“我们，自己人”和“他们，外

人”。在本文中王和兰达所表述的经验性发现并不是新的理论。但是，在文章中，新的

和有意义的工作是，由王和兰达分别做的对中国参与者/被采访者的两个经验研究趋于

一致，都表明认知限制和背景/环境限制在不确定性环境下有限理性决策过程中的重要

意义。把认知限制和环境限制都考虑在内，本文论证了，人类的决策事实上是有限理性

的。 
本文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论述 X.T.王运用框架效应对决策理性进行的

实验性探究，由此检视群体生存的一般特征——亲缘关系、群体规模以及群体结构——

是如何影响风险状态下人们的决策的。王的实验性工作显示，把亲缘关系、小型群体规

模以及同质性群体三个条件都考虑在内，就不再会出现那种被称作“框架效应”的著名

的“认知错觉”（cognitive illusion）。作者将风险选择放入“有限风险分布”的框架中，

对选择方案的结果的预期价值、最低要求（the minimum requirement）以及结果的分布

（差异）进行分析。王还运用计算机模拟操作中的一种基因计算程序验证了这种风险选

择模型。第二部分集中在兰达（1978, 1981）对东南亚华商的实地考察和理论研究。兰

达证实，在华商中，存在着围绕亲属关系和种族家族的“特殊（particularistic）交换关

系”（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非个人化的交换理论”），这构成了兰达关于种族同

质的华人中介人群体（the ethnically-homogeneous Chinese middleman group, EHMG）的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兰达的 EHMG 理论，通过聚焦于人们社会分类的认知基础，

建立起与进化论心理学“快速节俭启发式”(fast and frugal heuristics) 研究之间的联系

（Gigerenzer et，1999,Todd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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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的实验性研究和有限风险分布模型 

 
1.1 亚洲疾病问题与框架效应 
 

考虑一个被广泛引征的违背规范理性的例子，也就是由特沃斯基和卡尼曼使用亚洲

疾病问题首先论证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理论。亚洲疾病问题讨论的是一个假

定的故事，其中假设有 600 名感染了一种致命疾病的人群。要求参与者评价两种拯救方

案。一种方案是有把握的、确定的（计划 A），而另一种方案有同样的预期结果，但是

冒险的不确定的计划（计划 B）。两种供选择方案的结果或者是以一种正面的框架表述

出来（under a positive frame），或者是以一种负面的框架表述(under a negative frame)。
在正面框架中，参与者被告知，如果采用计划 A，可以确定 1/3 病人可以生还；如果采

用计划 B，将确定会有 1/3 的可能拯救所有 600 人的生命，会有 2/3 的可能 600 人都无

法生还。相比之下，负面框架是从病人死去的负面角度描述同样选择结果：参与者被告

知，如果采用计划 A，600 人中的 2/3 肯定会死亡；如果采用计划 B，会有 1/3 的可能性

是所有病人都不会死亡，会有 2/3 的可能所有的 600 人都会死亡。 
在正面的框架中，对给定的两种选择，参与者中大部分人（72%）都是风险规避的

（risk averse）。他们倾向于选择有把握的确定性的结果（计划 A），而不是选择比较冒

险的等值结果（计划 B）。但是把负面的框架，也就是从失去生命角度框架的同样结果

显示给另一组参与者，他们中的大部分（78%）是风险喜好的（risk taking）。他们偏好

有冒险结果的方案，胜过有确定性结果的方案。这一框架效应经常被视作认知错觉，被

认为是与预期效用理论中的不变性原则（invariance principle）相背离，因而也与决策者

的理性相背离。不变性原则所表述的是，不管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述或框架那些可选

的方案，理性的决策者对于可选择的方案持始终如一的偏好次序。是什么使得风险偏好

选择产生这样的非理性反转呢？决策环境是否是框架效应产生的一个前提呢？在亚洲

疾病问题中，并没有辨识处在危险中的 600 人的身份。范畴统合的(domain-general) 决
策模型不会去考量这样的特定信息。但是，如果要考虑待决策问题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

境，那样会怎么样呢？如果处在危险之中的生命的数量是 6 人，不是 600 人，那样会怎

样呢？如果性命攸关的 6 人是你的朋友或亲戚，又会怎样呢？ 
 

1.2 亲友理性（Kith-and-kin rationality） 
 
人类总是生活在群体（例如，家庭，宗族，部落，村庄，社区）之中。在人类进化

95%以上的过程中，人类生活在主要通过亲缘关系和相互交往关系组织在一起的小型的

面对面的群体中。原始人类群体的规模很少超过 100 人（见 Knauft 1991, Lee & De Vore 
1968,Reynolds 1973）。在小型的面对面群体中长期的进化经历使人类的心智机制对于亲

友群体生存中的风险分布较为敏感，在作出决定时对人际关系结构和群体规模等方面的

提示较为敏感。 
这里基本的工作假设是，人类决策者具有一种亲友理性，能够将关于环境的持续存

在的、与生存相关的特征反映到决策的心智机制中。当作出有风险的决策时，特定的风

险选择机制会很快被问题选择中内含的简单、隐含的线索所激发，并且可信赖地提示出

问题的适应性意义。 
王和他的同事（1996a, b, Wang et al, 2001）在一系列的研究中，检视了框架效应如

何因环境背景的变化而产生或消失。运用类似于亚洲疾病问题的生死问题（Tver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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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hneman 1981），他们使用了三个结构变量：群体规模，群体的人际关系结构（即亲

缘关系）以及处在风险之中的群体的构成。 
 

1.3. 群体规模效应 (Group size effect) 
 
    生死决策问题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实验范例，它以隐含的方式灵活地控制问题赖以产生

的社会群体背景，在王的研究（Wang 1996a, b）中，对于每一组受试群体，只告知一种

群体规模数字。要求所有受试者都“假定 X 个人感染了一种致命疾病”。但是，数字 X
对于每一组受试群体都是不同的。使用了四个数字，6000, 600, 60, 和 6。这一实验操作

背后的假设是，这些数字上的单纯的差异会造成认知上质的差异（即大型群体与小型群

体的对比），并因此引发不同的风险偏好。第二个实验操控对选择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

采用了不同的描述框架。在所有的案例中，对于确定性的选择和有风险的选择来说，预

期价值都是一样的，生存的可能性都是 1/3。在这一实验和后续的实验中都发现，当问

题涉及 6000 或 600 人那样的大型群体时，框架效应（即在风险偏好中产生的非理性的

反转）才会出现。但是对于 6 人或 60 人这样较小的群体规模，框架效应就不复存在，

并且多数受试对象在两种框架下都倾向于冒险，显示了一种“生死与共”的小群体理性。

这些发现表明，社会群体的大小是一个可信赖的提示，表明了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

程度。群体规模越小，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大。 
见表 1，显示了群体大小对框架效应的作用。 
 
表 1. 群体规模对框架效应的作用 用选择冒险的参与者占总体的百分比来衡量） 

美国样本 1 (Wang 1996a) 
 群体规模 =6000 群体规模 =600 群体规模 =60 群体规模 =6 

40.9% (n=44) 40.0% (n=50) 67.5% (n=40) 64.0% (n=50) 正面框架 
61.4% (n=44) 68.0% (n=50) 65.0% (n=40) 70.0% (n=50) 负面框架 

框架效应 有 有 无 无 
美国样本  2 (Wang 1996b) 

 Group Size=6000 Group size=600 Group size=60 Group size=6 
正面框架 38.7% (n=31) 41.9% (n=31) 57.6% (n=33) 66.7% (n=30) 
负面框架 66.7% (n=30) 76.5% (n=34) 66.7% (n=30) 75.8% (n=33) 
框架效应 有 有 无 无 

比利时样本 (Wang et al. 2001) 
 群体规模 =6 billion 群体规模 =6 

正面框架 36.0% (n=50) 70.0% (n=50) 
负面框架 66.0% (n=50) 70.0% (n=50) 
框架效应 有 无 

n 为实验样本量 
 
1.4.亲缘效应 (Kinship effect) 
 

当假定的 6 个病人被描述为是受访者有血缘关系的亲戚，那么为了给每个人以平等

的生存机会，受访者总是会毫不犹豫地偏好有风险的选项，而不是确定性的选项。如果

可选择方案的结果是从失去生命的角度用负面框架表述，那么受访者会变得更加风险喜

好。在第一个研究中，正面框架中，风险追求（risk seeking）的选择比例为 72%，而在

负面框架中这一比例上升到 94%；在第二个研究中，同样的比例是从 73%上升到 90%。

尽管从 73%到 90%的转变是显著的，但是很清楚，在两种框架情境中，多数受访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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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风险喜好的 （没有风险偏好的反转）。在负面框架中更加风险追求的结果表明，亲属

相关度越高，引出的“我们生死与共”的态度也更为强烈，这一现象在可供选择的后果

客观上是负面的并且使用负面措辞的时候尤为突出。在亲属或小群体背景中表述相同的

决策问题时，风险偏好中的非理性反转不再存在。亲属关系和社会群体的规模可靠地反

映了群体成员的相互依赖性，因此导致一种“同生共死”的风险偏好。 
 

1.5.决策理性中的文化限制(Cultural constraints on decision rationality) 
 

在中国北京进行的一个研究中使用了同样的生死问题，400名参与者是从各个大学、

研究院所、工厂、公司和政府部门中招募来的。在这一研究中发现的总体选择模式与美

国样本分析结果类似。首先，在有 6000 假想病人的大型群体背景中，发现了典型的框

架效应。第二，当生死问题是在亲戚朋友背景中表述时，框架效应不再存在。第三，如

果将问题置于亲戚朋友背景中，受试者会变得更加风险喜好。最后，当群体规模在 600
人或者更少的时候，没有发现任何框架效应。总而言之，在中国研究中得出的结论重述

了美国数据中得出的结果，惟一的区别是，使风险偏好从风险厌恶转变为风险喜好所需

要的群体规模，对于中国受试对象来说，要大于美国受试对象。这一发现表明，“自己

人群体”（亲戚朋友群体）的主观规模，对于中国参与者来说，要更大一些（即 600 人，

而不是 60 人）。 
这些结论说明，不同文化中的决策都受到了决策环境（即亲友线索）的影响。但是，

从风险厌恶到风险喜好之间的切换点，因文化的不同而异。在中国，“自己人群体”的

范围更大，这一点被认为是与中国社会环境结构中独特的人口特征和组织特征——庞大

的人口总数、较大的家庭规模、较为复杂的亲缘结构、大型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会群体的

低流动性——相适应的。 
 

1.6. 群体结构效应（Group composition effects） 
 
    布伦瑞克 (1940)提出的替代功能(vicarious functioning)概念认为，决策中使用的线索

（cues）根据其优先性被选择出来，而且可以相互替代。具有不同有效性的单个决策线

索可以联合使用，以便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当做生死决策时，较之语词框架这一提

示线索，亲缘线索具有更高的优先性。当关于亲缘关系、群体规模、群体结构（群体同

质性）的线索被明确表述时，一个人可能很少会关注选择结果是从生命被拯救角度还是

从生命死亡的角度表述的。但是，当进化的有效线索缺失或相互冲突时，决策者更易受

对选择方案结果的表达方式的影响。因此，在线索冲突或目标冲突的情况下

（Simon,1956， 1990），可信赖性较低的的线索可能会在风险决策中被挑选出来使用。

同样地，由吉戈伦尔、托德和 ABC(即 Adaptive Behavior and Cognition 适应性行为与认

知——译者注)研究小组（1999）所做的对于简捷决策启发式的研究也显示，当主要线

索的价值势均力敌时，简单的启发式(heuristic)——例如，挑选最好的(Take the best)，
按照字母次序选择(Lexicographic rules)——将会引导决策者依检索排序较低的线索以作

出决策。 
    在最近的研究中（Wang et al, 2001），王使用生死问题，考察在风险决策中与群体相

关的线索是如何被运用的。与此前的发现相一致，当处在危险之中的群体是同质的（包

括６个亲戚，或是６个陌生人）时，框架效应不存在。与两组６—陌生人群体（即一组

是在正面框架之下，另一组是运用负面框架）相比较，在两组６—亲友群体中的参与者

更加风险追求（risk seeking），对选择方案的描述框架在这里不起作用。在亲友背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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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者，较之陌生人背景中的参与者，明显更加风险喜好（risk taking）。亲友和陌生

人情境中的同质性比语词上的框架更重要，所以在这两种群体背景中，框架效应均不存

在。但是，当群体变得异质、混杂，例如包括 1 个亲戚和 5 个陌生人，或者包括 2 个亲

戚和 4 个陌生人，语词框架的效应就会重新显现。在这样的混杂的群体中，亲戚关系线

索和陌生人线索共同存在，导致两种偏好之间的冲突，即由亲缘关系线索引发的风险追

求（risk seeking）偏好和由陌生人线索激发的相对更风险规避（risk averse）的偏好之

间的冲突。 
    总之，对于可供选择方案后果的不同的框架，可能会导致产生非理性的偏好反转，这

一框架效应只在下述情形下出现（1）决策环境是陌生的，并且缺乏有效的提示线索（例

如，大型陌生人群体）或者（2）决策线索或决策目标相互冲突（例如，混杂的、异质

的群体）。 
 
1.7.有限风险分布 (Bounded risk distribution) 
 

亲友理性的适应性，依赖于它对决策环境的适应。亲友理性的功能性价值在于使决

策者达到特定任务目标的机会最大化，并且使低于最低要求的可能性最小化（见 Wang, 
2002）。在风险决策中，个人不仅需要考虑特定任务目标，而且也要考虑特定任务的最

低要求（例如，在期限 z 之前，获得 x 数量的 y）。与预期效用最大化的规范性概念相比

较，一个能产生最高预期价值的选择方案，可能并不具有能够同时满足目标水平和最低

要求（MR）的风险差异的分布（a risk-variance distribution）。 
让我们再一次考虑生死决策问题，对于任何一个面对群体情境的决策者，任务的目

标都应该是清楚的。那就是要拯救所有性命攸关的群体成员。然而，MR 则是随决策环

境而变化的。MR 在亲缘群体中达到最大值，在由陌生人组成的大型群体中达到最小值

（Wang 2002）。按照“均值差异启发式（mean-variance heuristic）”（Wang 2002），当对

行为选择后果的预期均值低于与任务相关的 MR 时，决策者应当是风险追求/差异追求

的（risk/ variance seeking），因为差异越大，达到 MR 的可能性越大。相比之下，当对

行为选择后果的预期均值高于与任务相关的 MR 时，决策者应当是风险规避/差异规避

的（risk/ variance averse），因为差异越大，越可能导致低于 MR 的灾难性后果。根据这

一启发式，当 MR 介于价值 A 和价值 B 之间时，从价值 A 增加到价值 B 产生的效用应

该大于当 MR 高于价值 B 或低于价值 A 的效用。例如，如果失去 2/3 的亲戚意味着亲戚

群体的最终消亡，那么，亲戚群体生存的 MR 应该是高于 1/3。这就是说，拯救 1/3 的

群体是不够的。因此，决策者不得不选择一种冒险的方案，而不是确定性（拯救该群体

1/3）的方案。 
 

1.8. 利用决策环境的统计学特征 
 
    这一部分记录的是最近 X.T.王一项模拟研究的新发现。这项研究检视了在大型以及小

型群体环境中 MR 的不同设置所产生的不同效果。附录中说明了这一模拟实验中采取的

基本步骤。如果群体中每个个体成员生存几率是 Ps，在目标群体中生还者的预期数目

就是 Ps×群体规模。因此，在群体水平上，模拟的“自然选择”应该选取能够使 [Ps×
群体规模 - MR > 0] 的可能性最大化的策略。 
    在确定性的选择和有同样预期价值的风险选择之间做决策时，确定性的结果是 Ps×
(Group Size)。而选择有风险的方案时，就会产生一种随机的过程，即群体结果就是生

还个体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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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特定的风险策略的适应性（例如，85%的选择是风险追寻的）的高低，可以用是

否满足群体生存的 MR 来衡量。 
    假定群体生还的 MR 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而是一个反映了环境中不利因素和资源

局限性的变量。因此，在模拟研究中，MR 是从 0 到群体规模总数的一个随机的数字。

因此，MR 的均值 = 1/2(群体规模总数)。 
    假设大型群体的规模=600，小型群体的规模=6。当 Ps=1/3 时，生还者的平均数在大

型群体中是 200，在小型群体中是 2。因此，平均而言，预期均值<MR。生存均值低于

MR，那么进化的风险偏好程度就应该从 50-50 这一风险中性的起点，经过多代进化到

一个更加风险追求（risk seeking）的点，这一进化的风险适应性在大型和小型群体中都

能看到的。模拟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个预测（见图表 1 最下方的图形）。 
第二个预测是，处在风险之中的群体的规模也会影响到向风险追求（risk seeking）

变化的速度和程度。按照大数法则，小型群体的生还结果较之大型群体，会有更大的变

异性。当生还结果的预期值低于群体生还的平均 MR 时，这一较大的变异性是有用的。

因此小型群体的这种统计学特征应当在进化的风险偏好程度上得到反映。在图表 1 最上

方的图形中可以看到，小型群体进化的风险偏好程度，较之对大型群体，更加趋向风险

追寻（risk seeking）。 
相比之下，当我们使 Ps 从 1/3 改变到 2/3，这时预期值要高于群体生还的 MR（即

预期均值>MR）。既然预期均值高于 MR，多代繁衍之后，进化的风险偏好程度的总体

趋势是，两种规模的群体环境都会变得更加风险规避（risk averse）。另外，小型群体环

境中生存结果的高变异度，会妨害风险规避策略的有效性。因此，这种进化出的风险规

避，在大型群体环境中会更加明显。模拟研究结果（见图 1 下方的图形）支持了这些预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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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模拟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有限风险分布模型（Bounded Risk Distribution），
并且表明当预期均值低于 MR 时，有限理性应当追求结果差异，但是当预期均值高于

MR 时，有限理性应当回避结果差异。利用群体规模大小造成的结果差异，可以使决策

更有效。 
 

2. 兰达的实地考察和种族同质的华人中介人群体理论（EHMG） 
 

我们现在转向兰达的实地考察和和种族同质的华人中介人群体理论（EHMG）。就

如同王在第一节中陈述的研究结果一样，兰达的理论也是关于不确定（本例中为契约不

确定）下的理性选择行为，研究契约不确定情况下的交换，需要一种与新古典经济学非

个人化的交换理论相背离的理论。 
 

2.1 非个人化的交换理论与 EHMG 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交换理论假定了一个零交易成本的世界，即契约履行是不需要成本

的。在这样一个没有契约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交易是在非个人化的客观基础上进行的。

兰达关于东南亚中国商人的实地考察（Landa 1978, 1988）发现，当地小农橡胶市场由

一个紧密联合在一起的 EHMG（即从中国福建省泉州和永春县〕村中移民的 Tan, Lee, 
Lim, Ng 和 Gan 五个家族控制的中国闽南人）所垄断的。EHMG 中的现象与新古典经济

学非个人化的交换理论相背离。 
    在与橡胶交易者访谈中发现，华商在契约不确定环境中选择贸易伙伴时，将信任放在

非常重要的地位上。正如一位橡胶商人所说，“因为金钱支付没有安全保障，纯粹是基

于信任，所以我们倾向于和我们信任的人做买卖；他们通常是亲戚、朋友、从中国同一

个地区来的人以及那些说同一方言的人。因为闽南人之间彼此在橡胶工业中有较长期的

交往，我们觉得更容易信任闽南人的伙伴，因为有很多途径发现他是否值得信任——关

于他的背景，他的朋友，他的伦理准则等等”（Landa 1988, p.82）。 
    在对 EHMG的实证性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兰达提出了有关 EHMG的理论（Landa 1978, 
1981, reprinted Landa 1994），认为 EHMG 作为一种低成本、类似俱乐部的制度安排，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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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了保护合同履行的合同法。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兰达的 EHMG 理论利用新制度经

济学（NIE）的两个核心理念：(1) 制度（正式和非正式的博弈规则）在限制反社会行为

以实现相互依存的个人之间合作与协调中的重要作用；(2)制度在节省“交易成本”中

的作用。（见兰达 1994，第 1 章，关于 NIE 文献的论述） 
    在契约不确定的条件下，一个理性的中国商人会用儒家“关系的计算”来武装自己，

以亲缘/社会交往距离的远近程度为基础，把所有可能的贸易伙伴划分为 7 类，分别对

应于贸易伙伴可信度的不同“等级”，从而建立起一种差序体系，可信度由高到低排列：

(1)核心家庭中的亲戚；(2)大家庭中的亲戚；(3)同族（同姓）的人；(4)同村人；(5)说同

样方言的中国闽南人，如果中国商人（自我，Ego）讲闽南话；(6)说其他方言的中国人；

以及(7)非中国人（欧洲人，印度人，土著居民）。 
    为了节省契约履行成本，理性的商人会先从最内部的圈子里选择他的贸易伙伴网络，

然后向圈外扩展。当自我（Ego）从中心向外围移动时，会从更广的圈子里选择贸易伙

伴网络或群体成员，并使得后者成为一个更加异质的群体。当自我突破主要的族群限制

——中国人（“自己人”）与非中国人（“外人”）贸易伙伴的区分，选择了来自另外族群

的贸易伙伴时，交易实施的成本会陡然上升。因为履行契约时的交易成本如此急剧上升，

自我，作为理性的商人，更愿意将贸易伙伴的选择限定在本部族或种族内的自己人范围

内。许多中间商对贸易伙伴的有差异的选择累积起来，结果使 EHMG 强烈地感受到并

深信儒家伦理模式。对那些越过主要的种族/民族界限去选择非中国人生意伙伴的中间

商，他们不得不使用现金以使违约的交易成本最小化。在 EHMG 内部，任何违背儒家

关于互助文化规则的商人，都会受到惩罚，包括被群体成员排斥在外，以这种方式，

EHMG 就像一个低成本、类似俱乐部的机构那样起作用，替代了合同法，在法律基础

结构还不完善的环境中，节省了履行合同的成本（见Landa 1978, 1981；也见Carr和Landa 
1983）。 
 
2.2. EHMG 理论的认知基础和分类基础 
 
    到现在为止，我们假定了中国商人能够发展出一种对商人进行等级分类的体系，从高

到低对商人履行合同的可信度进行排序，但是，中国商人是如何建立关于贸易伙伴可信

赖程度的 7 等级分类的？对所有潜在的贸易伙伴的有差异的分类体系，反映了为海外华

人社团所改造了的儒家互助伦理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内容，也反映出它的局限性 i。 
    使用儒家社会交往的规范，闽南商人能够将所有的中国商人都划分为 5 类，第五类就

是“所有的闽南人”；在闽南商人的种族界限之外，他们依据儒家伦理将所有的潜在的

交易人划分为两个主要的类别，“自己人”（即闽南人）和“外人”（非闽南人, 和非中国

人）。这些“自己人”，因为共享儒家社会行为规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可信赖贸易伙伴

“道德团体”的成员。 
    闽南商人使用诸如亲属关系或社会交往距离这样的信息线索或非市场性信息，结合儒

家关于互助道德义务的原则，来评价、推断或预测潜在贸易伙伴的资信程度或可信赖程

度。对于中国商人来说，儒家的伦理行为准则并不只是作为一种行为工具，在保证合同

履行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的环境中使用的适应性机制，也是作为认知甄别和标示的方
式，以便能充分地获得信息去预测或推断出一个潜在贸易伙伴的可信赖程度（Landa 
1981）。制度的认知基础，起到了分类体系的作用，在一个信用评级制度还不存在或者

较为落后的环境中节省了信息成本。 
    所有的理性行为都是由个人头脑中的认知过程引导的，分类（classification）在其中

起着重要作用。但是，NIE 忽视了社会制度的认知基础和分类基础。为了提出一种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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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知和分类基础之上的制度理论，兰达（1997/forthcoming in Salter ed.）将她的 EHMG
理论（Landa 1981）扩展，加入了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关于制度认知方式的研究。

按照道格拉斯的观点（Douglas, 1986, p.55），“制度促进了相互合作和社会团结，制度需

要建立在一个认知机制的基础上，以便使社会中的个人能够确定其他人会采用什么样的

策略，并因此产生对其他人行为的必要的信任。为使人类交往和合作成为可能，个体必

须对于基本的分类范畴达成共识，这是人类思维的前提”。按照道格拉斯（1986, p.55，
91）的观点，制度正好能够“对相同性进行界定”，“赋予人们身份”，并且“对事物加

以分类”。“制度作出分类”是通过哪些方式呢？芸芸众生中的每个个体作出分类的第一

个基础是他自己和其他人之间的区别（道格拉斯 1986, p.62）。制度对个体进行分类是给

他们提供“标签”：“人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个人特性，并且通过社会联系将每个人划分

成不同类别”（p.102）。 
    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类别，其重要性在于允许人们按照类别去预测行为，这样可以节省

履行合同和搜索相关信息的成本。 
 
2.3. 一种关于 EHMG 的生物经济学理论：“道德的生物学”和群体间竞争 
 
    兰达的 EHMG 理论与进化论生物学，尤其是与威廉·汉密尔顿（Hamilton,1964）的

研究之间，建立了联系。在汉密尔顿的亲缘选择理论中，他论证说，亲缘关系决定了利

他主义/动物间合作的程度。亲戚之间的利他主义有利于群体生存；因此，亲戚之间的

利他主义行为是动物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汉密尔顿的亲缘理论表明动物有能力识别亲

属类别，并且能够有效地估量血缘相关程度。罗伯特· 特里弗斯（Trivers, 1971) 论证

过，个体获得合作的另一个方式，是通过“互惠的利他主义”（reciprocal altruism），这

样，没有血缘关系的个体之间就可以互相交换利他行为。汉密尔顿和艾克斯罗德在他们

合作的一篇论文中（Axelrod & Hamilton 1981, reprinted in Axelrod 1984）强调人类拥有

更高级记忆力和判断力的重要性，并强调在反复交往和互动的环境中，人类能够超越血

缘群体，组成更大的合作性群体。 
    显然，EHMG 是一个典型的较大的合作型群体，其成员包括亲戚和无亲缘关系的人

（同一个族族群体的成员）。成员之间通过“互惠的利他主义”（即儒家的互惠行为准则）

联系在一起。EHMG 的成员，通过节省合同履行成本和信息成本，在与其他族群竞争

中胜出，获得并保持他们中间商的地位（Landa, 1999）。EHMG 现象的出现及其长时间

的存在，是进化论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Alexander, 1987) 所说的“道德体系的生

物学”的一个例证。按照亚历山大(1987, p.1) 的观点，“道德体系就是带有各种规则的

社会群体”。亚历山大认为，所谓的道德体系，是间接交互性的体系。他提出了一种关

于道德体系的生物学理论：“…伦理道德概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利益的冲突，并且—

—至少迄今为止——人们设计出道德体系是为了帮助群体成员，并且明确地不帮助其他

有竞争关系的群体中的成员”(Alexander，p. 1)。亚历山大关于道德体系观点的核心观

点是群体间竞争和群体间利益冲突促进了群体内部的合作。亚历山大（p. 79）认为，只

有人类在进行规模庞大而复杂的群体间竞争。因此，被认为能够促进群体内部忠诚和团

结的儒家伦理思想，在族群能力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使得 EHMG 在成为中介人企业

家方面能够胜过其他族群。 
 
2.4 一种关于 EHMG.的进化论的心理学理论 
 
    兰达关于 EHMG 的生物经济学理论，也与进化论的认知心理学研究中（见吉戈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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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的 ABC 研究小组，1990）提出的“快速节俭启发式”(fast and frugal heuristic) 有关；

参见 Todd (2000)。按照托德 (2000, pp.940-941) 的观点，处在挑战性环境中的个体，必

须经常要下决心——做推断，做选择，做决定——而且要快速、有效，也就是说，只使

用现有的信息，并不花费太多时间来深思熟虑。如果不这样，他们就可能输给竞争对手，

甚至会丢掉生命。个体可以充分利用对自身所在决策环境结构的了解。通过使简单决策

机制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中信息的结构相匹配，就可以得出更准确的推论，无须做复

杂的计算……通过简单、快速、节省信息、充分利用环境的机制，做出适应的、精确的

决策，这种观点我们称之为“生态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 
    显然，闽南商人拥有生态理性：面对契约不确定的环境，以及关于潜在贸易伙伴可信

度的昂贵信息，闽南商人必须只使用他们可以廉价得到的信息做判断。儒家伦理行为准

则——被海外华人加以改造以便更适应新加坡和西马来西亚的海外华人社会——帮助

海外华商在交易不确定和信息稀少情况下，降低履行合同和搜索相关信息的成本。事实

上，华人中间商使用的是快速节俭启发式，包括以下内容： 
(a)“认识启发式”（recognition heuristic）（Todd 2000, p.944）：决策者在两

个对象之间选择，如果一个对象是已经认识的，另一个是不认识的，那么选择

前者。对于闽南华商来说，如果面前有与两位商人进行买卖的机会，一人是亲

戚，另一个是陌生人，那么中国人一般都会倾向于选择他的亲戚而不是选择陌

生人ii; 
(b)“类别启发式/分类排除法”(Categorization heuristic/ categorization by 

elimination)（Todd 2000, pp.947）：这一启发式“是通过使用每个连续的线索，

对被讨论的目标可能所属的类别的系列进行削减，一直到只剩下一个可能的类

别，由此作出精确的分类判断”。 华人中介商运用这种分类启发式，从亲缘/

社会交往距离角度，建立起对不同人群的 7等级分类，并寻求像亲缘关系、姓

氏、祖籍这样的简单线索，来削减类别数量，直到把潜在的贸易伙伴恰当地辨

识并归到一个类别中。正如在族群/种族线索中，华商可能立刻认识或辨识出

非中国人，并把他归到正确的分类中（第 7 类）
iii
。把所有的可能的贸易伙伴

归为 7类，这种分类使得中国商人能够以一种快速和节省的方式从大量的个性

身份标识或线索中判断出潜在贸易伙伴的可信赖程度。“简捷的启发式有助于

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领域中为决策者导航（Gigerenzer 1999），进一步研究需要解

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规范、文化限制、历史习俗这一类因素，在做快速、

节省的社会推理时，是如何起作用的？”（Todd 2000, pp.953）正如这一节中表

明的，兰达的实地考察和EHMG理论清楚地显示出，儒家互惠文化/社会规范

（Confucian cultural or social norms of reciprocity）这一非正式的制度，使得华

商能够使用快速、节俭的推理，以应对交易不确定性和信息有限性的环境。 

 
3. 结语 

 
    王的实验性研究演示出决策环境的种种行为效果，决策环境是赫伯特·西蒙所说的形

成有限理性剪刀的两面刀刃中的一个。研究表明，人们善于体察决策环境中各种生态的、

社会的和文化的特征，能够在这些限制之下适应地处理风险。他的实验研究证实，对背

景/环境变量的考虑可以使得框架效应消失。他的有限风险分布模型在对环境效应的分

析中，把任务 MR 的设定、结果分布的差异和供选择方案的预期均值等三者之间的关系

结合在一起考察。 
    兰达的实地考察和 EHMG 理论表明，诸如儒家互助社会规范这样的非正式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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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在节省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节 2.4 也表明，兰达对 EHMG
考察的 NIE 和生物经济学方法，强调了制度的认知基础的重要性，兰达的这一思想与

心理学中快速节俭启发式研究是一致的。 
    我们的这些实验发现表明生态的、社会的以及制度的限制（即亲缘结构、群体规模、

群体构成和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在不确定条件下有限理性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

此，风险决策的有限理性模型——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描述性风险决策理论——必须不仅

仅考虑决策者心智的认知限制，而且要考虑决策任务面临的环境中，决策策略和生态的、

社会的以及制度的限制之间的适应性关系。 
 
附录 
 
运用基因算法（GA）对群体规模效应进行的计算机模拟 
 

基因算法由约翰·荷兰(John Holland, 1975) 首次提出，一直是人工智能、人类功效

学研究和一些社会科学领域中常用的研究工具，GA 利用自然选择、基因变异和互换的

进化论原理，从一“群”选择策略中，选择最“适应”的那个策略。计算程序使用二进

制字符串编码信息，当两位字符串“繁殖”时，就会产生信息交换。在“繁殖”期间，

会以规定的速度产生“染色体切换”操作（即两位字符串之间的节段的交换）和“基因

变异”操作（即字符串中“1”转变为“0”，或者反之）。 
    在模拟研究中，从风险追求到风险规避两极范围之内的风险策略由随机产生的二进制

字符串表示。 模拟开始时随机产生的每一个 7 位二进制字符串就是一个风险策略。每

一个 7 位数字符串的数值可以被换算成一个从 0 到 100 的十进位数字。例如数字 85 可
以理解为 85%的可能做风险规避的选择，15%的可能做风险追求的选择。换言之，在进

行二选一的决策时（也就是说，两个选择中，一个是确定性的、有把握的方案，另一个

是同等预期值的冒险的方案），这一策略更有可能（有 85%的可能性）选择确定性的那

个方案。 
    实施程序包括下述步骤： 

(a) 产生 100 个可供选择的风险策略组群，以随机字二进制符串形式呈现（称作基

因型）； 
(b) 将二进制字符串转换成十进位的数字。组群中每一个风险策略可以表示为一个

在 0 到 100 之间的整数 X，0 意味着绝对的风险追求，100 意味着绝对的风险回

避； 
(c) 每一个风险策略进行 100 次的二选一选择（即在一个确定性的决策后果和一个

等值的冒险的决策后果之间的选择）。 对一个风险策略来说， 在 1 00 次的选择

中，风险追求 X 次，风险规避（100 - X）次； 
(d) 模拟中的变量是，遭遇危险的群体的规模（600 人或 6 人）以及群体生存的最低

要求 MR 的设定（高于或者低于模拟选择结果的预期均值）。详细描述见文本。 
(e) 风险策略是一个接一个在模拟的回报均值和变异度的状况下进行测试的。在测

试中依据每一个风险策略的值（例如，如果 X=68，就是在 68%时间中选择确定

性的方案），在一个确定性的选择和一个等值的风险选择之间重复进行二选一选

择（每一代 100 次）； 
(f) 每一特定的风险策略导致的群体生存结果，是通过每一次选择救活的生命的累

计数字来衡量的，群体的规模的大小在每次模拟中是一个固定的数字。每当[(群
体生存结果 – MR) > 0]，则该策略的适应性得分就会高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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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按照不同策略的适应性得分，每一代会选择两个最好的策略，以 0.05 的变异和

切换率进行“繁殖”； 
(h) 二者产生的后代（一个新的二进制字符串基因型）的适应性得分如果比群体平

均值高，这一风险策略就被选入风险策略组群中取代其中适应性得分最低的那

个策略。在每一代“繁殖”之后，将计算出整个风险策略组群总体进化的风险

偏好程度；并且 
(i) 这一进化模拟过程总共历经 300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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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牛京辉 译校：王晓田） 
 
 
 

                                                        
i 儒家伦理描述的人与人之间互助道德义务，是随着不同的社会交往距离而有程度上的区别。亲缘关

系是社会交往距离最小的，是强有力的纽带，使得在亲属之间的商业往来中，互助规范能够起到最

严厉的约束作用；因此，亲属是最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 
ii 测试一下认识启发式，是很有意思的。例如，如果一个商人面前有一个有名（认识的）的“陌生

人”和一个不认识的亲戚（例如，在其他地方长大后又搬回本地区），那么他该如何选择？如果商

人仍然选择前一个认识的人，那么他（有可能）使用了认知启发式，如果他没那样选择，那就是没

有使用启发式。谢谢彼特• 托德提出这个建议。 
iii 测试一下下面这一点也是有趣的：画一棵决策/分类树形图，显示出以什么样的次序考虑什么样的

线索，以及在每一点上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例如可用图表的形式标明），然后测试，比如看看是

否事实上一次只使用一个线索，是否它并非补偿性的（例如，如果你不是熟识的亲戚，但是你是说

中国闽南话的，并且是认识的，这一点会不会比不是熟识的亲戚更加重要？）感谢彼特• 托德提出

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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